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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铁载体是微生物在胞内低铁浓度下分泌的螯合铁的物质，可分为儿茶酚盐类、氧肟酸盐类、羧酸盐类三

大类。铁载体的转运分别受 Fur、σ 因子、群体感应信号这 3 种机制调控。近年来铁载体在石油污染修复、重金

属污染修复和纸浆生物漂白等领域得到了应用，受到广泛关注。文中综述了铁载体的分类及其转运调控机制，以

及铁载体在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中的应用，并展望了铁载体今后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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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microbial siderophore transpor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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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derophore is a chelating iron substance secreted by microorganisms at low intracellular iron concentration. 

Sideropho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catechol salts, hydroxamic salts and carboxylates. The transport of siderophore 

is regulated by Fur, σ factor and quorum sensing signal. In recent years, siderophore has been used in fields such as oil pollution 

remediation, heavy metal pollution remediation and pulp biological bleaching, and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lassification of siderophores and their transport regulation mechanis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iderophore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Furthermore, we address the application of siderophor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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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Fe) 是几乎所有微生物生长所必需的元

素，在氧代谢、电子转移以及 DNA 和 RNA 合成

等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1]。铁对生物膜的形成

也是必不可少的，它起着调节表面运动和稳定多糖

基质的作用[2-3]；在缺铁的生长条件下，微生物表

面疏水性降低，导致生物膜的形成受到限制[4]。尽

管铁是地壳中第四大元素，但由于铁大多以氧化态

或氢氧化态的形式存在，其溶解度极低。环境中的

游离铁离子浓度为皮摩尔级别，而微生物生长需要

毫摩尔级别浓度的铁[5]。因此，微生物进化出了多

种吸收铁的途径，其中最主要的途径是铁载体依赖

的铁吸收途径。铁载体是由微生物产生的高亲和力

低分子量的金属螯合剂(200–2 000 Da)[6]。铁载体

的作用主要是螯合铁，但它也与环境中的其他金

属元素(例如 Mo、Mn、Co 和 Ni)螯合[7-8]，研究

表明，铁载体不仅在微生物营养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而且在环境应用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

铁载体对一些金属离子在环境中的迁移性有影  

响[9-11]，因此其能够用来修复重金属污染。在这

篇综述中，我们将讨论微生物铁载体的转运调控

机制及其在环境污染修复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1  铁载体的种类 

铁载体根据化学性质的差异可分为氧肟酸

盐、儿茶酚盐和羧酸盐三类。除上述类型外，某

些铁载体也可归为混合型 (表 1)。 

1.1  氧肟酸盐型铁载体 

氧肟酸盐型铁载体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铁载

体，这些铁载体由细菌和真菌产生。在细菌中，这

些亲水性的铁载体是由酰化和羟化的烷胺组成的，

比如由荧光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产生

的铁载体荧光嗜铁素 pyoverdine；而在真菌中，它

们是由羟基化和烷基化鸟氨酸组成的[12]，比如由木

霉菌 Trichoderma spp.产生的粪生素 coprogens。除

了由烟曲霉菌 Aspergillus nidulans 产生的含有酯键

的铁载体镰菌素 fusarinine C，其他的氧肟酸盐铁

载体都含有肽链[13]。氧肟酸盐铁载体上的羟甲酸

基团的 2 个氧分子和铁之间形成一个双齿配体，每

种氧肟酸盐铁载体都能与铁离子形成六齿八面体

配合物，其结合常数在 1022–1032 L/mol 之间[14]。 

1.2  儿茶酚盐型铁载体 

儿茶酚盐型铁载体只存在于细菌中，如由大

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产生的肠杆菌素 enterobactin、

由肺炎克雷伯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分泌的

salmochelin[15]。这种类型的铁载体由儿茶酚酸酯

和羟基组成，具有与氨基酸偶联的二羟基苯甲酸

(DHBA)，相邻的羟基或邻苯二酚末端可以与 Fe3+

结合[16]。这种铁载体具有亲脂性、与铁亲和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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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环境 pH 变化抵抗力强等特点[17]。儿茶酚

酸盐铁载体基团通过提供 2 个氧原子与铁螯合形

成六齿八面体配合物，肠杆菌素 enterobactin 与铁

的结合常数高达 1052 L/mol。 

1.3  羧酸盐型铁载体 

羧酸盐型铁载体由少数细菌产生，如由苜蓿

根 瘤 菌 Rhizobium meliloti 产 生 的 根 瘤 菌 素

rhizobactin。这些铁载体由柠檬酸或 β-羟基天冬氨

酸组成，例如由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产生的 staphyloferrin A 中含有 1 个 D-鸟氨

酸和 2 个由 2 个酰胺键连接的柠檬酸残基。这些

铁载体可以通过羧基和羟基与铁原子结合。 

有些生物能够产生既含有儿茶酚盐又含有氧

肟 酸 盐 的 混 合 型 铁 载 体 ， 例 如 由 硫 红 球 菌

Rhodococcus erythropolis 产生的 heterobactin[16]，

由大肠杆菌 E. coli 产生的气杆菌素 aerobactin[15]。 

2  铁载体转运机制 

2.1  铁载体的吸收机制 

在革兰氏阴性细菌中，每个铁-铁载体复合物

都被一个特定的外膜受体  (OMR) 识别，虽然

OMR 极其多样，不同的细菌种类和不同的铁载体

类别有不同的受体，但普遍模式是，OMR 与内膜

蛋白 TonB 相互作用，以促进铁-铁载体复合体的

吸收。目前的模型表明，TonB 将内膜蛋白 ExbB

和 ExbD 以及正常细胞呼吸时在周质中产生的电

化学质子动力势产生的能量传递给 OMR，从而导

致 OMR 的构象变化。OMR 的构象变化促进铁-

铁载体复合物向细胞内转运 (图 1)[18]。在大肠杆

菌 E. coli 中，铁载体肠杆菌素 enterobactin 被外膜

受体 FepA 识别，一旦肠杆菌素 enterobactin 穿过

外膜，周质结合蛋白(PBP) FepB 就会将其运送到

内膜，在内膜上，由 FepC、FepD 和 FepG 组成的

复合物将肠杆菌素 enterobactin 运输到细胞质中。

其他铁载体的吸收机制略有不同，例如铜绿假单

胞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的铁-pyoverdine 被

OMR 吸收后，在周质结合蛋白 FpvC 和 FpvF 的

作用下，荧光嗜铁素 pyoverdine 在周质内被水解。

铁被 ABC 转运体复合体 FpvDE 泵入细胞质，而

没有铁结合的荧光嗜铁素 pyoverdine 被分泌回环

境中以收集更多的铁[19]。 

革兰氏阳性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S. aureus，

只有一层细胞膜，因此具有更简单的铁载体吸收

系统。一般来说，革兰氏阳性菌表达铁载体结合

蛋白 (SBP) 及其相应的通透酶。SBP 与胞外铁载

体的结合导致 SBP-通透酶复合物的构象改变，从

而使铁载体跨膜进入细胞质。在金黄色葡萄球菌

S. aureus 中，羧酸盐型铁载体 staphyloferrin A 和

staphyloferrin B 分别被膜结合蛋白 HtsA 和 SirA

识别。当 staphyloferrin 与 SBP 结合时，这些蛋白

质发生构象变化，激活通透酶 HtsBC 或 SirBC，

使 staphyloferrin 穿过细胞膜[15]。  

 

表 1  铁载体的种类及其来源 

Table1  Types and sources of siderophore 

Types of siderophore Name of siderophore 
Siderophore-producing 

microorganism 
References 

Hydroxamic salt type Pvoverdine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12] 

 Fusarinine C Aspergillus nidulans [13] 

Catechol salt type Enterobactin Escherichia coli [15] 

 Salmochel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15] 

Carboxylates type Rhizobactin Rhizobium meliloti [16] 

 Staphyloferrin A Staphylococcus aureus [16] 

Mixed type Heterobactin Rhodococcus erythropolis [15] 

 Aerobactin Escherichia coli [15] 



 
ISSN 1000-3061  CN 11-1998/Q  生物工程学报  Chin J Biotech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2192 

 

 
 

图 1  铁载体的吸收机制[15] 

Fig. 1  Siderophore import mechanism[15]. 
 
 
 

 

2.2  铁载体的外排机制 

在生物合成之后，铁载体被分泌到培养基中

以获取铁[15]。铁载体的分泌是微生物铁获取过程

中研究较少的一个步骤。有几种不同的分泌系统

参与了这一过程，包括主要协同转运超家族转运

蛋白 MFS (Major facilitator superfamily) 和耐药、

结 瘤 和 细 胞 分 裂 超 家 族 RND (Resistance- 

nodulation-division) 外排泵。许多依赖 NRPS 合

成途径的铁载体基因簇都含有 MFS 转运蛋白编

码基因。MFS 家族蛋白是最大的一类转运蛋白，

大多数 MFS 蛋白含有 12 个跨膜 α螺旋，有些 MFS

蛋白具有 14 个甚至更多的跨膜 α 螺旋[20]。MFS

家族蛋白负责转运离子、碳水化合物、脂质、肽、

核苷和其他初级和次生代谢产物等，从细菌到人

类其氨基酸序列都是保守的[21]。 

在 革 兰 氏 阴 性 菌 大 肠 杆 菌 E. coli 中 ，

apo-enterobactin 是由受 Fur 蛋白调节的 ent-fep 基

因簇编码的 43 kDa 的 MFS 转运蛋白 Ents 转运的

( 图 2)[22] 。 Ents 通 过 细 胞 质 膜 外 排 肠 杆 菌 素

enterobactin，突变株 ΔentSΔfepA 显著减少了肠杆

菌素 enterobactin 的分泌。革兰氏阳性菌枯草芽孢

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的 MFS 蛋白 YmfE 参与了铁 

 
 

图 2  铁载体的外排机制[15] 

Fig. 2  Siderophore secretion mechanism[15]. 
 

载 体 bacillibactin 的 分 泌 [23]。 YmfE 突 变 株 的

bacillibactin 分泌不足，不能在缺铁培养基中生长。 

除了 MFS 家族蛋白外，RND 超家族蛋白是

一组普遍存在的质子反转运蛋白，在革兰氏阴性

细菌中尤为常见。该家族蛋白促进了重金属、外

源化合物和铁载体的主动外流[24]。铜绿假单胞菌

P. aeruginosa 铁调节的 MexAB-OprM 系统是在铁 

载体荧光嗜铁素 pyoverdin 分泌中发现的第一个

RND 泵[25]。在大肠杆菌 E. coli 中，TolC 与 M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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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蛋白互补，负责将铁载体肠杆菌素 enterobactin

流出外膜[26-27]。TolC 是一种跨外膜蛋白，是 RND

泵 AcrAB-TolC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复合物是一

种细菌抗生素的通用转运体，并具有对有毒物质的

耐受性，该复合物的结构已经被解析清楚 [28]。

AcrAB-TolC 泵由 AcrB、AcrA、TolC 三种蛋白以

3 6 3∶ ∶ 的比例组成。AcrA 通过发夹结构域与 TolC

相互作用，并通过 β 桶状结构域和膜近端结构域与

AcrB 连接。AcrAB 在大肠杆菌 E. coli 肠杆菌素

enterobactin 分泌中发挥的作用尚不完全清楚，三重

突 变 株 ΔacrBΔacrDΔmdtABC 会 导 致 肠 杆 菌 素

enterobactin 分泌减少[29]，说明 EntS 在肠杆菌素

enterobactin 分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AcrAD 和

MdtABC 是另外两个依赖于 TolC 的 RND 外排泵。

此外，MmpS5-MmpL5 (或 4)RND 外排泵是 AcrAB

的同源物，已被确认为是结核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中一个重要的铁载体外排系统 [30]，

MmpS5-MmpL5 受转录调节因子 Rv0678 的调节[31]。

缺少 mmpS4 和 mmpS5 基因的突变体不会影响铁载

体羧基分枝杆菌素 carboxymycobactin[32]的吸收，但

会在低铁条件下使细胞生长速度变慢[32]。 

3  铁载体合成与转运调控机制 

3.1  铁吸收调控蛋白调控铁载体合成与转运 

微生物通过铁载体来获得生长所需要的铁， 

然而过量的铁对细胞是有毒的，因此微生物必须

严格控制胞内的铁含量。在革兰氏阴性和低 GC

含量革兰氏阳性菌中，调节胞内铁平衡和铁载体

利用的蛋白是 Fur 蛋白[33]。在 GC 含量较高的革

兰氏阳性菌如链霉菌 Streptomyces 和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s 中，DtxR 家族蛋白起着调控胞内

铁平衡和铁载体利用的作用[33]。而在真菌酿酒酵

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中 AFT1/2 蛋白发挥

着铁吸收调控蛋白的作用[34]。目前研究得比较清

楚的铁吸收调控系统是大肠杆菌 E. coli 中的 Fur 

(Ferric uptake regulation) 系统[35]。在高浓度铁的

条件下，过量的铁离子与 Fur 蛋白结合，Fur 具有

活性，与铁载体合成基因和铁转运基因上游的特

异序列结合，从而抑制铁载体合成和铁转运基因

的转录，同时 Fur 通过小 RNA RyhB 来间接促进

储铁蛋白的表达，以防止胞内过量的铁发生芬顿

反应产生羟基自由基损伤细胞；而在低铁浓度条

件下，Fur 蛋白上没有铁离子结合，Fur 失去了活性，

从而解除了对铁载体合成基因和铁转运基因转录的

阻遏，间接抑制了储铁蛋白的表达[33](图 3)。 

3.2  ECF σ 因子调节铁载体受体的转录 

σ 因子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菌中，调节许多

基因的转录，包括周质蛋白和外膜蛋白的基因转

录[36]，一个共同的特征是 σ 因子的活性受抗 σ 因

子的调节，σ 因子和抗 σ 因子通常是共表达的。 

 

 
 

图 3  铁吸收蛋白调控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ferrous uptake regulator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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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抗 σ 因子通

常抑制 σ 因子；而在外界特定的刺激下，该种抑制

解除。σ 因子参与了铁载体的合成和吸收(图 4)[37]，

例如铜绿假单胞菌 P. aeruginosa 的 PvdS、荧光假

单胞菌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的 PbrA、恶臭假

单胞菌 Pseudomonas putida 的 PfrI 和 PupI 以及大

肠杆菌 E. coli K-12 的 FecI[38]。大肠杆菌 E. coli 

K-12 中 σ 因子调节铁载体合成和吸收机制研究得

比较清楚，FecA 是大肠杆菌 E. coli K-12 中转运

citrate-Fe 的受体，fecA 是属于 fecABCDE 操纵子的，

而 fecABCDE 的转录依赖于 σ 因子 FecI。当胞外铁

载体结合到受体 FecA 之后，FecA 将信号传递到

内膜蛋白 FecR，FecR 将信号穿过内膜传递到 FecI，

随后 FecI 指导 RNA 聚合酶转录 fecABCDE 操纵子，

FecI 的活性受抗 σ 因子 FecR 的调控， FecA 与

FecR 和 FecR 与 FecI 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在体内

被证明，其中 FecA 的 N-末端和 FecR 的 C-末端相

互作用，而 FecR 的胞质部分和 FecI 相互作用。 

3.3  群体感应对铁载体的调节 

除了铁吸收调控蛋白依赖的调节和 σ 因子依

赖的调节，一些细菌还根据群体感应信号来调节

铁载体产生。细菌通过感应群体信号来判断菌群 
 

 
 

图 4  铁载体受体的转录受 σ/抗 σ 因子系统的调控[37] 

Fig. 4  Siderophore receptor transcription is regulated 
by σ/anti-σ factor system[37]. 

密度和周围环境变化，来调节细胞内不同的功能， 

并产生相应的表型，如生物膜形成[39-40]、群集运

动[41]、生物发光[42]、抗生素的产生和抗药性[43]、

药物[44]和毒素的生产[45]。 

群体感应调节铁载体产生的具体机制还不清

楚，但铁载体的产生明显受某些细菌群体感应的影

响，特别是病原菌。在铜绿假单胞菌 P. aeruginosa

不能产生群体感应信号的突变株 ΔlasR 中，铁载

体荧光嗜铁素 pyoverdine 的产生受到了影响，而

铜绿假单胞菌 P. aeruginosa 产生的另一种铁载体

绿脓杆菌螯铁蛋白 pyochelin 却不受群体感应信

号 的 影 响 [46] 。 相 比 之 下 ， 将 洋 葱 伯 克 氏 菌

Burkholderia cepacia 产生群体感应信号的基因敲

除后，能够产生更多的铁载体 ornibactin[47]，将群

体感应信号的基因回补后，细菌的铁载体产生量

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哈维氏弧菌 Vibrio harveyi

中，群体感应信号抑制过量的铁载体产生[48]。 

铁载体也可螯合除 Fe3+以外的其他金属，但

亲和力较低。例如，氧肟酸盐型铁载体去铁胺

desferrioxamine B 与 Ga3+、Al3+和 In 3+的形成常数

在 1020–1028 L/mol 之间，而与 Fe3+的形成常数为

1030 L/mol。荧光嗜铁素 pyoverdine 与 Zn2+、Cu2+

和 Mn2+的形成常数在 1017–1022 L/mol 之间，与

Fe3+的形成常数为 1032 L/mol[49]。绿脓杆菌螯铁蛋

白 pyochelin 的外膜转运蛋白 FptA 只有当绿脓杆

菌螯铁蛋白 pyochelin 与 Fe3+结合时才能高效地转

运，尽管 Co2+、Ga3+和 Ni2+也被转运，但它们的

吸收速率比 Fe3+低 23–35 倍。此外，荧光嗜铁素

pyoverdine 外膜转运蛋白 FpvA 也能够转运多种

金属，但只有 Fe3+被高效转运，转运 Cu2+、Ga3+、

Mn2+、Mn2+、Cu2+和 Ni2+的转运效率比转运铁低

7–42 倍[49]。因此，铁载体的这种结合和转运的特

异性可以保证在不妨碍细菌必需元素铁吸收的同

时还可以用来去除环境中的重金属。此外，铁载

体还可以通过促进微生物的铁吸收，乳化污染物

等方式来促进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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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铁载体在环境污染修复中的应用 

Table 2  Application of siderophore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mediation 

Strain Type of siderophore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 Reference

Vibrio sp. S2A 
Vibrio sp. S1B 

Amphibactin Promote the degradation petroleum  
hydrocarbons 

[50] 

Pseudomonas aeruginosa NY3 Pyochelin Promote the degradation petroleum  
hydrocarbons 

[54] 

Streptomyces acidiscabies E13 Desferrioxamine B,  
desferrioxamine E, coelichelin 

Increase the absorption of Cd in plants [64] 

Pseudomonas aeruginosa Pyoverdine, pyochelin Increase the absorption of Cr and Pb in 
plants 

[65] 

Gloephyllum trabeum NR Degrade pulps [75] 

Coriolus versicolor NR Alter the lignin structure [76] 
 
 
 

 

4  铁载体在环境中的应用 

4.1  石油碳氢化合物污染修复 

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石油碳氢化合物污染是主

要的环境问题之一。微生物在修复海洋环境中的

石油烃起着重要的作用[50]。微生物铁载体通过间

接机制参与了石油烃的生物降解，在铁限制条件

下促进了降解微生物对铁的获取。Petrobactin 是

第一个鉴定出的由海洋石油降解菌 Marinobacter 

hydrocarbonoclacticus 产生的铁载体[51]。Hickford

等 [52]从一种石油降解海洋细菌中分离出另一种

磺化铁载体 petrobactin sulfonate，该铁载体可促

进石油降解菌的铁吸收，使用铁载体可能是清除

溢油污染的一种良好策略。2010 年 Gauglitz 等[53]

在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后的墨西哥湾分离出来一

种海洋弧菌 Vibrio spp.，这种菌能够产生一种既

亲水又亲油的两亲性铁载体 ochrobactins，这种铁

载体可有效促进石油碳氢化合物的降解。海洋弧

菌 Vibrio sp. S2A 和 Vibrio sp. S1B 产生的另一种

两亲性铁载体 amphibactin 通过乳化石油来促进

对石油的降解[50]。Zhao 等研究发现铁载体绿脓杆

菌螯铁蛋白 pyochelin 能够促进铜绿假单胞菌 P. 

aeruginosa NY3 对石油烃的降解[54]。 

4.2  重金属污染修复 

金属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55]。但是，制造业、污泥应用、核电站和采矿

等导致了金属污染[56]。铁载体对多种金属如 Cr、

Cu、Ni、Pb、Zn 以及锕系元素 Th4+、U4+和 Pu4+

具有极强的增溶作用[11]，同时重金属也可以影响

铁载体的产生量，在铜污染的场地中，土壤产铁

载体的微生物丰度及铁载体总量增加[57]。铁载体

的这种螯合重金属能力主要取决于铁载体与金属

形成配合物的稳定常数[58]。铁载体修复重金属污

染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无环境污染的优点。近

年来，人们对铁载体在金属生物修复中的应用越

来越感兴趣。Neubauer 及其同事[59]指出，在高 

pH 条件下，铁载体去铁胺 desferrioxamine B 螯合

Co3+的能力比螯合 Fe3+的能力更强。褐色固氮菌

Azotobacter vinelandii 能够产生两种铁载体，即

azotochelin 和 azotobactin，这两种铁载体都能   

够 用 来 获 得 金 属 Mo 和 V[8] 。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P. aeruginosa 产生的铁载体绿脓杆菌螯铁蛋白

pyochelin 可与 Ag+、Al3+、Cd2+、Co2+、Cr2+、Cu2+、

Eu3+、Ga3+、Hg2+、Mn2+、Ni2+、Pb2+、Sn2+、Tb3+、

Tl+、Zn2+等多种金属离子发生螯合反应，然而除

Fe3+以外其他金属并不能被细胞所吸收[8]，铜绿假

单胞菌 P. aeruginosa 产生的另一种铁载体荧光嗜

铁素 pyoverdines 能从铀矿山废渣中活化 U6+、

Np5+等金属[60]。Hong 等[61]报道了镰刀菌 Fusarium 

solani 产生的铁载体在体外对铜和锌的溶解作用。

荧光假单胞菌 P. fluorescens 产生的铁载体能够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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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铀矿山废料 (酸浸矿石) 中的 Fe、Ni 和 Co。铁

载体和重金属螯合后，一种是被超积累植物吸收，

例如唐德链霉菌 Streptomyces tendae F4 通过分泌

去铁胺 desferrioxamine B、desferrioxamine E、

coelichelin 来促进向日葵对 Cd 的吸收[62]，铜绿假

单 胞 菌 P. aeruginosa 分 泌 的 荧 光 嗜 铁 素

pyoverdine、绿脓杆菌螯铁蛋白 pyochelin 能够促

进玉米对 Cr 和 Pb 的吸收[63]。另一种是储存在细

菌体内，在被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由放射杆菌

Agrobacterium radiobacter 产生的铁载体可以去

除大约 54%的砷[64]。腐皮镰孢菌 Fusarium solani

和红树林真菌 Hypocrea lixii 通过分泌铁载体在体

内富集铜和锌[1]。 

4.3  纸浆生物漂白 

纸浆和造纸工业能够引起很多环境问题，例

如全球变暖、人类毒性、生态毒性、光化学氧化、

酸化、硝化和固废等[65-66]。制浆造纸生产中主要

产生环境问题的工艺是漂白工艺，该工艺产生的

污染物污染空气和水。铁载体被认为是纸浆处理

中的有效试剂，它可以使漂白硫酸盐纸浆过程中

化学试剂的使用量降低 70%[67]，这使得铁载体成 

为造纸工业中环境友好型的试剂。褐腐菌是腐朽

木材中主要的微生物类群，褐腐菌能够产生儿茶

酚酸盐和羟肟酸盐铁载体[68-69]。例如，从褐腐菌

Gloephyllum trabeum 中分离到的异羟肟酸盐类铁

载体具有介导氧化还原循环过程中还原铁的能

力，还原后的铁可以与过氧化氢反应生成氧自由

基，分解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纤维素。这种

解聚过程被认为是铁载体在纸浆生物漂白中的主

要作用[70-71]。此外，Milagres 等[72]报道了不同微

生物种类产生的铁载体在纸浆生物漂白过程中降

低纸浆粘度的能力，他们发现褐腐菌 G. trabeum

产 生 的 铁 载 体 能 降 低 纸 浆 粘 度 ， 降 低 幅 度 为

10.8%，而多年生孢子菌 Perenniporia medula-panis

和花斑癣 Tinea versicolor 产生的铁载体降解纸浆

的降解率分别为 13.6%和 14.4%。研究还发现，

云芝 Coriolus versicolor 产生的铁载体可以改变木

质素的结构，使其更容易降解，从而降低木质素

的含量[73]。 

5  展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铁载体在许

多微生物铁吸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在

解析不同铁载体的化学结构和铁转运所涉及的膜

蛋白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铁载体的重要性是显

而易见的，它们在环境应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在铁载体对金属选

择性吸收的过程中，微生物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微生物会分泌不止一种类型的铁载体来满

足它们的矿物质营养需求？在环境应用中，不同

铁载体结构的作用是什么？铁是参与碳氮循环微

生物生长及发挥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辅因子，

关于参与碳氮循环微生物的铁载体的种类及其转

运过程的研究目前还很少，微生物的铁载体受体

多于它自身能够合成的铁载体种类，这是因为多

余的铁载体受体是用来吸收其他微生物合成的铁

载体，因此铁载体的生态意义不容忽视。铁载体

是否可以通过影响碳氮循环微生物的活性、群落

结构及丰度来影响全球微生物的碳氮循环过程？

目前已有在脱氮反应器中加入铁来提高脱氮效率

的报道，是否可以通过加入铁载体来特异性提高

反应器中功能微生物的铁利用效率，在提高其活

性的同时提高其丰度？ 

更多的研究需要集中在寻找有效的方法来利

用铁载体进行生物修复，要根据不同污染场地中

的污染物种类、微生物群落等因素应用不同种类

的铁载体，做到因地制宜，以拓展其在环境中的

应用范围并提高修复效率；研究铁载体的结构和

含量与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和功能特征的相互影

响，以促进铁载体在环境中的应用。将宏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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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化学分析相结合可揭示重要的信息，这些信

息可增强目前铁载体环境应用现状，并开发出铁

载体的新应用。同时，利用基因工程手段调控铁

载体的合成与转运，提高微生物铁载体的产量，

降低其应用成本，改造铁载体的结构，使其更适

用于环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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